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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992年我国确

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生育率

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

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

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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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特别是在 1992年政府确立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 我国

的生育率水平打破了 1980年代中后期一直徘徊不降的局面, 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并保持在更替水

平以下(郭志刚, 2000、2004;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0 课题组, 2000; 于学军, 2001、2002;王

金营, 2003)。1990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比 1980年代更加严格, 在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环境

中,为什么会出现生育率水平的明显差异呢? 与 1980年代相比, 1990年代是否有更多的夫妇自觉、自

愿地实行了家庭计划? 如果如此, 何以如此? 本文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我国个人(家庭)是否进

行生育决策,是否是理性生育? 第二, 我国个人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 第三, 我国低生育水

平的稳定机制将如何变化?

1  理性生育与生育决策

生育与计划生育是一种个人行为。在现代技术和社会条件下, 这些行为已不再是/自发0或/随

意0的,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 虽然受到信息条件约束, 只能是一种有限理性。在此,需

要说明和判断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生育行为是不是一种理性决策的结果? 第二, 如果是一种理性的

决策,那么,其决策的原则及影响决策的因素是什么?

所谓理性生育, 是指在社会约束条件下具有明确目的的生育行为。人类生育行为并不是单纯的、

自然的生物行为,而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行为, 并且,人类对自己生育的控制能力越强,这种理性表现得

也就越充分。因此,理性生育是基于生育决策而进行的生育。生育决策是夫妇 ¹ 在资源和制度约束

下,追求孩子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决策。尽管我国的学者对新家庭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存

在着质疑(张友干、陈松宝, 1997) ,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经历了 20多年经济的迅速成长以及市场经

¹ 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存在着生育决策者与生育主体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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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人们对生育的决策已经变得很慎重。例如, 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

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0的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 15231人中,完全顺其自然而生育的人

仅为 113%,而说不清的人数比例也仅为 115%。换言之,有 97%的人具有明确的生育选择意愿。

生育决策的基础是夫妇对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或者是在家庭资源约束的条件下

实现生育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生育决策还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技术条件;二是制度条件。当人

类对自身的繁衍还没有摆脱自然和生物因素的直接控制的时候,人类的生育行为是一种自然的结果,

与动物的生殖行为相似。在生育控制技术供给缺乏或昂贵的条件下,即使人们具有生育理性,其理性

生育因不能够得到相应的技术支持, 而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其生育决策并没有实际意义。但

是,当人类掌握了生育控制技术,特别是廉价、有效的避孕节育技术广泛传播以后, 整个情况就为之改

观,甚至可以说,引发了一场人类生育革命。这场革命的本质意义是: 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调

节自己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生育决策问题。换言之,人类控制生育的技术

是生育决策存在的前提。当然,这种决策的意义在两种情况下并不显现:第一, 希望多生多育;第二,

个人决策自由受到限制。1970年代以来,由于避孕技术和方法的迅速传播及廉价供给,生育率水平在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种技术环境使得人们的生育决策真正具有了实际意义。目前, 在我

国这种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或者说已经非常完备。当人们可以比较自如地控制自己生育行为的时候,

生育决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生育决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生育制度安排。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下,生育制度安排

可能不同,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生育制度安排。但无论怎样,只

有当生育成为生育主体可以自主决策的时候, 生育决策和理性生育才会成为可能。在国家或家族或

其他制度代表的直接安排下,夫妇没有决策的权力, 因而也就无需决策。对此, 一些学者给予了更多

的强调,即在国家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条件下,个人生育决策实际空间很小,因此, 夫妇生育决策在我

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笔者认为,这并不能否认个人生育决策的存在, 而只能说明个人生育决策实现的

制度约束。当国家政策给予个人的生育空间与个人的生育决策边际大致相同时, 个人生育决策的意

义就会变成首要因素。我国个人决策的自由度目前正在逐步扩大,一方面, 人民对自己公民权利的认

知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民对自己权利的维护也正在不断加强。如果说, 过去政府的某项政策

就是个人决策和行为的底线;那么,现在人们行为的底线已经不是政策底线, 而是法律底线。这表明

我国计划生育的制度安排已经开始受到巨大的挑战(蔡 , 2001)。实际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

经济的发展,已经从基础上动摇了计划生育政策原有的执行系统,使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相应而生。

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 这种理性的基础在于夫妇对于生育孩子收益和成

本的判断,同时还表现在夫妇对于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因此,当我们探究生育

率下降的原因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夫妇们的生育决策, 以及影响其决策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

方面的因素(见图 1)。改革和开放以来,特别是 19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领域都发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个人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却可能被低估了。我国人口的

生育率水平之所以在 1990年代不升反降, 从根本上说, 并不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是因为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导致了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如果说,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我国生育率下降, 主要是由于

国家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结果;那么, 在 1990年代, 这种行政力量的作用边际已经大幅度

缩小。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这样的矛盾:当个人的自由度扩大了,受行政力量约束放松了,而生育水

平却在下降。因此, 1990年代生育率结束了徘徊状态而出现了持续下降的现象,已经清楚地传达出这

样一个信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需求下降和个人生育自主决策的影响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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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人生育决策影响影响因素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生育决策

211  家庭资源与家庭生产品

根据家庭经济学理论,生育是一种家庭生产行为,而生产行为就需要资源的投入,即我们所说的生育成

本或孩子成本。但是,生育并不是家庭生产的唯一行为,孩子也不是家庭生产的唯一产品,所以家庭必需在

各种家庭生产活动之间配置自己的资源,因此也就产生了决策问题,即如何配置家庭有限的资源,使家庭福

利或效用实现最大化。家庭生产品有两类:一类是孩子,另一类是其他消费品的消费效用。家庭资源也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财产资源包括: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货币收入和其他形式

的财产。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财产也是货币收入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一类资源抽象为货币收

入。货币收入也有不同的来源,包括工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由于这些收入来源的收

入方式不同,它们对家庭时间资源的影响完全不同。由于工资收入需要家庭成员向市场提供劳动力供给,

因此,工资收入或劳动收入是一种/时间密集型0的收入,而其他种类的货币收入则是/资本密集型0的收入。

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更多地倚赖的是工资收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资源变得更为稀缺。而且,

市场劳动力时间具有刚性,并且在家庭时间资源的分配序列中居于首位。这个性质对家庭资源的配置具有

首要意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在此是: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获得货币收入,

把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挤0进市场,这样家庭生产的时间就会变得稀缺。

仅仅有市场经济还不是生育率下降的充分条件,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收入的提高。收入提高的直接结

果是家庭生产的扩大,由于家庭生产也需要配置时间,因此家庭收入越多,家庭生产范围越大,家庭生产的

时间资源也就变得更加稀缺。在这种条件下,投入孩子生产的时间就会受到其他家庭生产品生产的竞争。

人们究竟是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孩子的生产,还是更多地投入到其他家庭产品的生产,将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孩子生产要素和其他家庭效用生产要素的价格,特别是这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二是偏好,由于家

庭生产活动实际上是生产效用,而效用本身包含着人们心理的感受,所以家庭生产效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

决于人们的偏好。人们的偏好可以划分为主动偏好和被动偏好。所谓主动偏好是指个人在无外界约束条

件下的偏好,而被动偏好则是受外界约束或由外界因素引致的偏好。例如,人们对许多/地位商品0的偏好
就是一种被动偏好。这两种性质的偏好在人们的决策和行为上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主动偏好条件下,人们

对某种效用的追求是持续的,并且效用边际较大。而在被动偏好的条件下,人们对某种效用的追求是受外

界环境影响的,一旦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偏好可能就会立即下降,甚至消失。就孩子的生产而言,人

们对孩子的偏好应该是主动偏好,但是对边际孩子而言可能就是一种被动偏好。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

当导致对孩子的被动偏好的因素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时,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会降低。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生育率出现转变现象在世界上的普遍存在,已经可以充分证明这个理论假设。

212  孩子的效用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 家庭资源在孩子和其他效用生产之间的分配还取决于这两类家庭生产品之

间的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那么在同样的效用水平下,这两类产品生产的时间则会因

4    人口研究 28 卷



为偏好的不同而不同。如图 2所示, 曲线 CEG为无差异曲线,一个家庭生产更多的孩子和较少的其他

效用可以获得与另一个家庭生产较少的孩子而生产更多的其他效用,在这两种资源配置中,他们所获

得的总体效用是相等的; 或者说,是无差异的。如果E 点是均衡点,一个人、一对夫妇或者一个家庭对

孩子和其他家庭生产品都没有特别的偏好,那么他们在这两类家庭生产品上投入的资源是相等的,即

G0= C0;如果对孩子有更强烈的偏好,那么其资源配置均衡点是在 E 点上部。比如 C点,在资源配置

上投入孩子生产的资源会更多,即 G1< C1;反之,如果对其他家庭生产品有更大的偏好, 那么, 其资源

配置的均衡点将会在 E点下部。比如 G点, 此时 G2> C2。当然,这两类产品之间的替代只是技术前

提,关键的问题是,任何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当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下降时, 把资源

投入到其他效用上就会使总体效用水平保持不下降。

图 2  家庭生产的两类产品效用

我们在此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孩子的边

际效用是否会下降? 其二,孩子的效用是否可以

被替代? 西方关于生育率经济分析理论实际上已

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认为孩子的效用包括 5个

方面: ( 1)消费效用,即孩子可以给父母带来快乐

和心理的满足; ( 2)收入效用,即孩子在成长到一

定年龄以后可以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 (3)保险效

用,即孩子可以起到风险(收入风险、养老风险)防

范作用; ( 4)地位商品效用, 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

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 (5)传宗接

代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二、三、四种

效用会下降。这些效用下降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因

为边际效用的递减,而是由于出现了更好的替代品。比如,父母收入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子女的

收入贡献,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的供给比孩子具有更好的风险防范效用。孩子边际效用的下降可能更主要

地是体现在孩子的消费效用上。当孩子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孩子的边际效用就会下降。而最后两种效用更

多地是与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关。当一个社会判别一个人或家庭社会地位更多地是以物质财富为标准的时

候,当一个社会的家族观念变得淡薄的时候,孩子在这些方面的效用就会下降。其实,社会和经济发展在两

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对孩子的需求,一方面导致了孩子在上述五个方面边际效用的下降;另一方面,提供了取

代孩子某些效用的优质或高效替代品。

由于孩子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生产产品,其边际效用的下降有时很难做事后的判断,只要夫妇预期孩

子的边际效用下降,他们就很可能会避免生育。因为,一旦孩子出生, 不管孩子的效用如何,他们都必需

承担起父母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在生育上是更为理性的。其实,人们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分

布已经可以反映出孩子边际效用的下降。图 3和图 4分别显示了 1997年中国城乡和不同类型地区育龄

妇女生育意愿的分布 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育意愿为一个和两个孩子的人占绝大多数。如果我们

把这个不同个人的生育意愿分布看成是一个人的边际生育意愿分布,我们还可以做出两个推论:其一,无

论城市还是农村,边际效用最大的是第二个孩子,这意味着在第二个孩子之前,孩子的效用是递增的,而

在第二个孩子之后,孩子的效用是递减的;其二,越是发达的地区,孩子的边际效用递减得越早, 城市的曲

线要比农村的曲线扁平,而从一类到四类地区,曲线的形态依次变得更为陡峭。º

¹

º 一类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重庆; 二类地区包括:河北、内蒙、安徽、

福建、河南、湖南和陕西;三类地区包括:山西、江西、湖北、广东和甘肃; 四类地区包括: 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

青海、宁夏和新疆。

1997 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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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 世纪末和 21世纪初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分布 %

调查

时间

调查者或

研究者

调查

地区

调查

对象
样本数量

意愿生育孩子数

0 1 2 3+
不知道或

未考虑

1994
蔡洪福

( 1995)
上海市

20~ 34 岁

独生子女
207 21 4 411 5 5516 015 -

20~ 34 岁

非独生子女
2365 11 6 401 2 5717 013 011

1994
周长洪、黄丽华

( 1996)
温州泰顺 农村妇女 134 - 18166 66142 14193 -

1995
方箐、张开宁

王爱玲( 1997)

昆明市

两城区a

外来做生意和

打工已婚妇女

外来做生意和

打工未婚妇女

304

- 33133 60190 3147 213

- 29197 15174 - 54129

1997
陈华、朱中仕

( 1999)

浙江省

富阳县

50年代出生育

龄妇女

60年代出生育

龄妇女
70年代出生育

龄妇女

1051

- 14150 72120 13130 -

- 35140 62150 2110 -

- 56180 4190 1100 -

1997
周长洪、徐长醒

( 1998)

广西

资源县

浙江

温岭市

计划生育户中

育龄夫妇

400
- 17100b 82150b 01 50b -

- 161 00c 831 40c 0150c -

350
- 29130b 69170b 01 90b -

- 281 8c 701 20c 0190c -

1997
周长洪、黄宝凤

( 2000)
全国

农村育龄妇女 11668 01 30  2511  6216  512e 118

城市育龄妇女 3545 11 90 4212 5118 212e 019

1998
周建芳、张洪波

( 1999)

浙江省

湖州市

放弃申请生育

二孩的农村

育龄妇女

314 - 74100 26100 - -

1998d 温勇等

( 2000)

安徽省

宣州市

可以生二孩但

还未生育的

农村育龄妇女

467 - 28190 71110 - -

1999
周长洪、张宗益、

陶勃( 2000)

湖北省

宜昌市

40岁以下独生

女母亲
2816 01 10 70110 28130 - 0140

2000d 徐志豪

( 2000)

浙江省嵊汜

列岛渔区

20~ 49 岁

夫妇
744

- 73100 27100 - -

- 71194a 281 06a - -

2000
陈师闯、徐丽雅

( 2002)

浙江

5 个县市

城镇已婚

育龄人口
1251

农村已婚

育龄人口
3067

01 80  56127  41189  11 04 -

01 80a 51124a 45132a 21 64a -

01 33 38157 59147 11 63 -

01 33a 27171a 68144a 31 52a -

2001d 仲长远

( 2001)

北京

石景山区

20~ 29 岁人口 82 -  50181  30184  0103 -

40~ 59 岁人口 87 61 43 46134 47128 0104 -

2000
龙丹珍、郑真真

( 2002)

安徽省

16~ 40岁外出过

的农村妇女
16~ 40岁从未外

出过的农村妇女

四川省

16~ 40岁外出过

的农村妇女

16~ 40岁从未外

出过的农村妇女

3186

11 41  30110  64184  3166 -

- 17199 77165 4136 -

- 39112 60166 0122 -

01 36 30159 68169 0136 -

  注: a没有政策限制条件下的生育意愿; b 为妻子意愿; c为丈夫意愿; d调查报告发表时间; e包括选择/ 顺其自然0
选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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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孩子边际效用变化的趋势。在城市与其他家庭相比, 只生育过一个

孩子的家庭中有 36%的家庭认为孩子的数量还不够。这意味着对这些家庭来说, 边际孩子的效用还

会增加,而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家庭则明显达到了孩子边际最大效用,只有 513%的家庭认为孩子

的数量还不够, 有将近90%的家庭认为二个孩子刚刚好。在农村,孩子效用变化的趋势与城市基本相

同, 从图 5和图6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趋势。如果我们把图 5和图6中的/刚好0分布曲

线看作是孩子边际效用, 把/多了0分布曲线看作是孩子的边际成本曲线的话, 我们可以做出两个推

论:其一, 第二个孩子是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变化的转折点;其二, 第二个孩子的收益率(收益与成本

之比)最高,在其之前,孩子的收益率上升,在其之后收益率迅速下降。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可以分为情感性需求和功利性需求。前者是指父母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

流中得到的心理满足;后者是指孩子在劳动、收入、保障、风险防范、家庭地位等方面给父母带来的物

质上和精神上的效用。1990年代我国学者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 1992; 于淑清

等, 1994;朱楚珠、张友干, 1996;周长洪、黄丽华, 1996; 赵景辉, 1997;叶文振, 1998;罗迈, 2001) , 我们把

有关的调查项目的主要生育目的进行了归纳,即划分为:情感需求(包括增加家庭乐趣、感情需要和增

进夫妻关系)、家族需求(包括传宗接代、增强家庭势力、承续家业)、保障需求(包括养儿防老)、收入需

求(包括增加家庭收入、增加劳动力)、社会义务以及其它等。这些调查反映出来的群众生育目的总体

排序情况如表 3所示。

 6 期 李建民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7    



表 2 城乡不同孩子规模家庭对现有生育数量满足程度的判断 %

地区 满足程度
孩子规模

1 孩户 2 孩户 3 孩户 4孩户 5 孩+ 户

城市

不够    3519    513    210    015    01 0

刚好 6318 8912 5419 3614 261 4

多了 013 514 4311 6311 731 6

总计 10010 10010 10010 10010 1001 0

农村

不够    4414   101 3    615    312    11 1

刚好 5511 871 3 7014 5410 371 2

多了 013 21 2 2311 4218 611 7

总计 10010 1001 0 10010 10010 1001 0

  资料来源:邵夏珍( 1999)

可以看到,在我国的城市地区,人们生育的主要目的已经是情感需求,而收入需求很小。各项调查显

示这种功利性需求百分比分布是从零(北京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到 9109%,这表明我国城市地区

生育需求已经转变为现代模式,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什么区别(见表 4)。但是,在我国农村还

是以传统的生育需求模式为主,即生育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收入需求已经处于更为次要

的位置。我国农民之所以把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作为生育的主要目的,关键是在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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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制度,子女仍然是养老的主要资源,农村的社区人文环境使得家族势力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

会资源。因此,农村生育需求模式的转变将依赖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区人文环境的变化,就

前者而言,应该比较容易实现,而后者则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农村社会变化过程。

表 3  20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中国人生育目的分布 %

调查

时间

调查者或

研究者

调查

地区

调查

对象

样本

数量

生育目的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1994 叶文振( 1998) 上海市 - -

1994 叶文振( 1998) 北京市
高中及以上

学历人口
- 情感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收入需求 -

1994
周长洪、黄丽

华( 1996)
温州泰顺县

22~ 44岁

农村妇女
134 家族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情感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1996 叶文振( 1998) 厦门市
0~ 16岁孩子

的父母
742 情感需求 家族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收入需求 其它需求

1996 叶文振( 1998) 哈尔滨市 - - 情感需求 其它需求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收入需求 -

1990 叶文振( 1998) 湖南农村 - -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情感需求 其它需求 - -

1994 叶文振( 1998) 温州农村 - - 家族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情感需求 - -

1996 叶文振( 1998) 陕西农村 - -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情感需求 收入需求 其它需求 -

1999
周长洪、张宗

益、陶勃( 2000)
湖北宜昌

40岁以下独

生子女母亲
2816 情感需求 保障需求 社会义务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其它需求

2000
陈师闯、徐丽

雅( 2002)

浙江拱野、绍

兴、温岭、普

佗、文成

城镇已婚育

龄人口

农村已婚育

龄人口

4907

情感需求 家族需求 保障需求
没有特定

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保障需求 情感需求 家族需求 收入需求 无特定需求 其它需求

2000a 仲长远( 2001)
北京市

石景山区

20~ 29岁人口 82 情感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40~ 59岁人口 87 情感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2001 罗迈( 2001) 绵阳农村 - - 情感需求 保障需求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 -

  注: a 为报告发表时间。

资料来源:见相关的参考文献。

目前导致我国低生育水平不稳定性的直接原因, 是夫妇对孩子的功利性需求。夫妇对孩子功利

性需求,主要取决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孩子功利性效用。一般来说,孩子功利性效用水平与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与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成正比。由于我国目前对孩子功利性效用的替代品

(如,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等)供给短缺, 使得父母(特别是农村地区)对孩子功利性

需求仍然较高。因此,当前我国低生育率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还有相当数量的夫妇,特别是农村地区

的夫妇,对孩子功利性需求还比较大。

表 4 孩子效用的中外比较(多选) %

地区或国家

孩子效用

快乐、亲情和

相伴

父母自身

的发展

生养孩子

的满足

经济收益、

保障

婚姻家庭

益处
家族益处

孩子内在

价值

厦门 49~ 83 31~ 78 40~ 71 13~ 29 48~ 83 11~ 43 33

台湾 88/ 89 10/ 3 9/ 8 6/ 29 14/ 3 20/ 46 6/ 7

韩国 69/ 72 39/ 39 54/ 42 12/ 25 25/ 30 15/ 23 5/ 1

日本 61/ 69 29/ 21 37/ 36 7/ 9 28/ 35 3/ 4 1/ 2

夏威夷

日裔 74/ 84 48/ 55 47/ 43 15/ 22 51/ 33 21/ 18 17/ 17

白人 73/ 66 66/ 54 61/ 55 14/ 13 40/ 34 23/ 17 15/ 18

  资料来源:叶文振(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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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孩子的成本
人们生育的决策不仅仅考虑孩子的效用,而且还考虑孩子的生产成本。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

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在生育成本约束条件下,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可能由于孩子成本

方面的原因而低于期望的生育水平。在不发达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是孩子效用刺激,因

此,其生育水平将受孩子效用变化的影响。一般来说, 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

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到孩子成长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相关费用、孩子的

生活费用、孩子的教育费用、孩子的医疗费用) ;机会成本则包括夫妇由于生育和养育孩子所损失的收

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在孩子的生产成本影响因素中,收入和时间是两项最主要

的因素,而且收入与时间又是互动的。当收入水平提高时,人们的消费水平和质量就会提高, 消费范

围就会扩大,由于父母的利他倾向,他们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可能会以更快的比例增长。换言之, 孩子

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其他家庭成员消费的收入弹性。

图 7 城市 0~ 16 岁孩子的平均抚养费

资料来源: ¹ 叶文振( 1998) ; º杨魁孚,陈胜利,魏津生( 2000)

注: 1978、1986和 1996年数据分别为全国城镇、北京城镇和厦门本岛的调查数据, 并按 1986~ 1996 年物价指数换算

成 1996年的现价。1998 年数据为全国城市调查数据, 并按 1996 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

关于我国孩子的直接成本已经有一些专门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冯立天等, 1987;刘铮、段成荣, 1989;

朱楚珠、张有干, 1996;叶文振, 1998;杨魁孚等, 2000)。自 1978年以来,我国孩子抚养的直接成本一直呈

现迅速增长之势(见图 7)。1990年末,城镇平均每个孩子的每月费用支出约占家庭平均月收入的 34%左

右(叶文振, 1998)。从目前的情况看,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已经成为一种约束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随

着经济的发展,孩子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市场经济将会进一步开

放,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投资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加剧等背景下,抚养

孩子的机会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 孩子的成本变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

个阶段,孩子的直接成本变化最为明显;在第二个阶段,孩子的机会成本变得更为重要。如果说,在过去

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提高了孩子的直接成本;那么,在未来对中国孩子成本

影响更大的将是机会成本。这意味着机会成本将会成为限制人们生育行为的主要约束条件。

214  生育决策的综合决定因素

生育意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生育决策和实际生育行为,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实际

上,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 例如, 1965年台湾妇女理想的子女数平均为 4个孩

子,而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为 4183,到 1980年理想子女数平均为218个孩子(陈永山,陈碧笙主编, 1990) ,而

实际总和生育率为 2105(台湾人口统计组, 1999)。在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从表 5我们可以看到,在

我国社会和经济比较发达的一类地区,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要多于实际生育孩子数。这种差别具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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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这些地区,孩子的成本已经成为约束生育行为的主导力量。而其它三类地区的

情况正好相反,理想子女数少于实际生育数,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一是妇女生育意愿与家庭生育要求

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二是计划生育服务没有及时满足需求;三是妇女事后的判断。这种事后判

断是随着父母对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感受逐渐深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变革都十分迅速的

环境下更是如此。虽然这种事后判断对于这些妇女后来的生育可能已经没有了实际影响,但她们的经验

会给后来的人带来重要影响。在我们作为参照体系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的转变基本上是在一代人之内

完成的,即虽然父母的生育水平高高在上,但是其子女的生育水平却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

一般来说, 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而导致未实现的

生育则主要是由于孩子成本的约束,即虽然一些夫妇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但是由于抚养孩子成本等方

面的原因, 不得不减少生育;另一方面, 实际生育水平大于生育意愿的情况更多地是发生在高生育水

平条件下,其主要原因是生育控制成本太高。这种高成本的原因, 包括避孕技术的不普及和价格昂

贵、社会环境压力(该压力导致了控制生育的心理成本)等。因此, 生育率下降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概括而言,这些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1)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收入水平提高, 就业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转变, 消费水平提高,

消费结构转变, 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竞争等, 可以降低孩子的效用, 增加孩子的成本,进而导致生育需

求和实际生育水平下降。

( 2)社会因素:城市化水平提高, 教育水平提高, 妇女在正式部门的就业水平提高, 妇女社会地位

提高,个人主义增强,传统习俗约束削弱, 现代生育文化的形成等, 一方面可以提高孩子的成本, 更重

要的是可以降低生育控制的心理成本。

( 3)技术因素:廉价、高效、低(无)负作用的避孕技术和服务的普及可以降低生育控制的经济成

本、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进而降低实际的生育水平。

表 5  已婚育龄妇女曾生子女数与期望子女数

地区 调查人数(人) 平均曾生子女数 平均期望子女数 两者差距

全国 12518 1186 1178 + 0108

一类 4943 1157 1164 - 0107

二类 3850 1193 1181 + 0112

三类 2207 2108 1191 + 0117

四类 1518 2135 2101 + 0134

  资料来源:蒋正华( 2000)。

注:一类地区包括: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重庆; 二类地区包括: 河北、内

蒙、安徽、福建、河南、湖南和陕西; 三类地区包括: 山西、江西、湖北、广东和甘肃; 四类地区包括: 广西、海南、贵州、云

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

孩子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生产品,除了学者们已经做出过的阐释之外, 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 孩子数量的边际很小,因此,人们在做生育决策时会更加谨慎; 其二,夫妇的生育意愿还取决

于其相关信息的获取程度,而这种信息最准确的获得是亲身经历养育孩子的过程。因此, 人们往往在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会更加谨慎。

3  我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经济环境分析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我国市场经济未来生育率变动趋势的影响, 更深入地认识我国低生育水

平稳定的机理, 本文在此进行国内和国际(地区)两个方面的比较。虽然所选择的比较指标主要是经

济指标,但其实也可以反映出社会发展水平。

311  国内比较

我国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可以从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分析中得到验证。笔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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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78~ 2000年期间我国总和生育率( TFR)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 YU)、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R)、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NU)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数( NR)等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相关关系。从表 6可以看到,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以及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并且,我们从它们的散点图

(未显示)中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低生育率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表 6  中国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1978~ 2000 年)

GDPP YU YR NU NR

TFR - 01 858 - 01873 - 01 840 01773 01550

  注:相关关系都在 010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5中国统计年鉴20016和总和生育率统计资料计算,其中所有收入指标都按物价指数调整为1978 年

的价格。

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为了能够进

一步说明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此根据 2000年我国 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

有关数据,对我国生育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横截面的相关分析。由于缺乏各个地区的总

和生育率数据, 所以,我们选取了人口出生率( CBR)作为表达生育率水平的指标, 但该指标受到各种人

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以独生子女领证率作为反映各地区生育率水平的补充指标。为了能

够更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选取了以下经济指标: (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 ;

( 2)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YU) ; ( 3)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 YR) ; ( 4)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

占纯收入的比重( WP) ; ( 5)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 CP) ; ( 6)城市化水平

(UBR) ; ( 7)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 IND2- 3) ; ( 8)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 NL)。

之所以选取第 4、5、8项指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映出农村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分析的

结果如表 7所示。

由于广东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在经济上属于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生育率水平则处于相

对较高的水平。在排除广东省重新计算的上述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 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指

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变得更为显著。

表 7 2000 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GDPP YU YR URB IND2~ 3 NL WP CP

CBR(包括广东) - 01 676 - 01482 - 01692 - 01701 - 01775 - 01794 - 01666 - 01738

CBR(不包括广东) - 01 701 - 01567 - 01737 - 01738 - 01802 - 01801 - 01683 - 01766

  注:相关关系都在 0101 水平上显著。

基于上述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人口出生率和独生子女领证率与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之间大都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第二,与出生率关系最为显著的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而是经济发展结构性指标。例如, 人口

出生率与城市化水平( - 01701/ - 01738) ,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 - 01775/ - 01802)之间

的关系十分显著。

第三,人口出生率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 01482/ - 01567) ,对此可能有两个

解释: 一是城市独生子女政策的普遍刚性;二是城市生育率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 经济发展

对其的影响边际已经非常小。

第四,人口出生率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例如,人口出生率与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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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非农业劳动力比重( - 01794/ - 01801)、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 - 01738/

- 01766)等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最为显著。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 我国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经济条件已经完

全成熟,全国人口低生育率水平的稳定将取决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12  国际(地区)比较

生育率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比较,能够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在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

和开放条件下, 人口生育率水平的变化趋势。为了更具有可比性, 我们选取比较参照体系的原则是:

第一,生育率转变在 20世纪后半叶完成的国家和地区, 以保证比较时期的完整性; 第二, 文化环境与

我国相同或相近。我们选取的参照体系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

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地区或属于中华民族圈,或属于儒家文化圈。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

的经济发展进程、人口转变进程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异, 我们以生育率水平作为参照体系来确定比较的

时间(时期)。图 8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在 1950~ 2000年期间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趋势,除了日本以外,涵

盖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转变的整个过程。其中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 1955~ 1960年期间就已经降

到更替水平以下,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基本上是从 196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下降, 并在 1980年

代中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见表 8)。根据这些参照体系的

生育率转变完成的时间, 我们选取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一些经济发展指标(见表 9~ 13)。

图 8  世界及一些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UN( 2001)。

表 8  一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转变的起始和完成的时间

国家或地区 生育率开始下降的年份 TFR [ 211 的年份

日本 - 1955~ 60( 21 08)

香港 1965~ 70 1980~ 85( 11 80)

澳门 1965~ 70 1975~ 80( 21 00)

台湾 1965 1980( 2105)

韩国 1965~ 70 1985~ 90( 11 60)

新加坡 1960~ 65 1975~ 80( 11 87)

  资料来源: ¹ UN( 2001) ; º陈永山, 陈碧笙( 1990)。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参照系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时,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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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在 2000美元以上, 其中只有日本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可能是由于用现价的关系) , 而香港则

大大高于这个水平; 从恩格尔系数看,基本上是在 40%左右。2000年中国的城市地区已经达到了相应

的水平,全国的一些指标,如恩格尔系数也已达到了相应的水平。从产业结构看, 2000年我国城市(包

括市辖县)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已经达到更为先进的水平。这表明, 在我国的城市地区,生育率转变完

成的经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是,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还

比较低,群众对子女功利性需求也相对比较高。因此, 中西部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稳定我国低生

育水平的关键。

表 9 一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的经济社会指标水平

国家和地区
人均 GDP

(美元)

劳动力产业结构( % )

Ñ Ò Ó

恩格尔系数

( % )

城市化水平

( % )

中国( 2000) 850 50 2215 2715 4217 36

中国城市( 2000) 2340 17105 40173 42122 3912 42

香港( 1980) 5628 - - - - -

台湾( 1980) 2344 1915 4214 3811 4116 67

韩国( 1985) 2194 - - - 4013
32( 1965)

72( 1990)

新加( 1975) 2523 - - - - -

日本( 1960) 458 3216 2912 3812 3411 67( 1965)

  资料来源:林富德, 沈秋骅( 1980) : 235~ 237; 高希均, 李诚 ( 1992) : 281; 世界银行www1worldbank. org. data; 罗肇鸿

( 1988) ;韩国统计年鉴. 1987年;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注: 在中国城市中,人均GDP 包括了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城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的数据; 产业结构只包

括15 个沿海开放城市和 4 个经济特区城市的数据。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 1970 年的数据;我国城镇 GDP数据是估算的。

1998年我国的 GDP为 78018亿元,而同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为 36921 亿元,占 GDP的 47132% ,城镇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

例可能会高一些, 如果该比例为 50%, 那么, 1998年城镇的 GDP则为 3850718亿元, 人均 GDP 为 101491 元, 约折合 1237美

元。

表 10  一些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情况

国家和地区 社会保障(首次立法或执行时间、历次修改时间)

香港

养老:社会救助( 1971)、全民老年和残疾津贴 ( 1973)、需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老年补贴( 1978)、接受

经济状况调查的老年津贴( 1988)

医疗: 社会救助( 1971)雇主责任制( 1986)

台湾
养老: 社会保险制度( 1950、1958)

医疗: 疾病和生育现金补助( 1950、1958、1988)健康保险( 1994)

韩国
养老: 社会保险( 1973)

医疗: 社会保险( 1963、1994)

新加坡
养老: 中央公积金制度( 1985)

医疗: 储蓄基金制度( 1983)

日本
养老: 雇员年金保险( 1941、1944)、国民年金保险( 1959)

医疗: 健康保险( 1927)、国民健康保险( 1938)、国民健康保险( 1958)、健康保险( 1984)

 资料来源:美国社会保障署(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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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家庭消费支出构成 %

支出项目   
中国城镇

( 2000年)

日本

( 1996 年)

韩国

( 1996 年)

新加坡

( 1992 年)

食品和饮料     3912     1613     2815     181 70

衣着 1010 512 714 71 1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818 510 414 81 9

医疗保健 613 1018 414 41 6

交通和通讯 719 1116 1216 141 5

教育、休闲与娱乐 1216 1218 1512 141 5

居住 1010 2313 717 101 2

其他 512 1510 1919 211 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0: 319;国际统计年鉴. 1999: 568

表 12  日本职工家庭消费支出构成(年平均数) %

支出项目   1970 年 1975 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3 年

食品和饮料   3411   3119   2910   2710   251 4   2413

衣着 915 912 719 712 71 4 617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10 510 413 413 41 0 317

医疗保健 217 215 215 215 21 8 219

交通和通讯 512 611 810 911 91 5 919

教育、休闲与娱乐 1118 1112 1211 1218 141 3 1415

居住 913 914 1014 1111 101 3 1113

其他 2216 2218 2518 2610 261 3 2617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文化年鉴 1995/ 1996, 626; 日本统计年鉴 1995, 570~ 571。

表 13 台湾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

支出项目 1964 年 1976 年 1981年 1986年 1987 年

食品和饮料    5118    4917    4116    3719    371 0

衣着    - 514 512 511 51 1

居住    - 2110 2214 2315 231 5

医疗保健 318 417 512 515 51 5

交通和通讯    - 316 516 519 61 2

娱乐文化 417 819 1311 1511 151 6

杂项    - 617 619 710 71 1

  资料来源:刘建兴, 黄文真(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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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1978~ 20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 304

4  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21世纪初期,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会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展开,并将会对我国个人生育决策和生

育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居民将会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城市居民也会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这种社会变化将会进一步

提高孩子的机会成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的市场更为开放, 并导致了与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

育行为直接相关的经济后果, 主要包括: ( 1)消费品市场供给价格的下降将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使

家庭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其它效用的生产,而使孩子效用生产的资源减少,其原因是其它商品需求的价

格弹性要大于孩子需求的价格弹性。因为,影响孩子需求的不是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而是孩子生产的

所有投入商品的综合价格变动;因此, 与其它商品的需求相比, 人们影响孩子需求的商品价格的变化

要滞后一些。( 2)人力资本社会分层功能的强化和教育需求的迅速增长, 将使孩子的成本大幅度提

高。( 3)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将会使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并成为孩子的主

导成本。( 4)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 还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因此, 孩子数量

成本将会大幅度上升,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机制将成为影响人们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

虽然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还具有不稳定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在未

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稳定低生育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

程中,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将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第一, 夫妇对孩子需求从功利性需求为主导向情感性需求为主导的转变。孩子功利性效用的下

降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需要社会的发展, 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社会发展因素可能

会比经济发展因素更为重要。孩子功利性效用能否下降,对于物质方面的功利性效用而言,关键在于

这些效用能否被替代,在多大程度上被替代;对于精神方面的功利性效用而言,关键在于引致这些功

利性效用的社会因素是否被削弱或消除。因此,我们的政策思路应该是:发展孩子功利性效用的替代

品,降低父母对孩子功利性需求,使功利性需求的生育数量减少到情感性需求的生育数量。从政府提

出的我国到 2020年的发展目标、内容和步骤看,促进孩子功利性效用下降甚至消除的社会经济条件

将会在我国全面形成。在此基础上,我国夫妇对孩子的需求从功利性需求为主导向情感性需求为主

导的转变也将会实现,从而奠定了我国稳定低生育率的社会基础。

第二, 夫妇生育决策模式从孩子效用刺激型向孩子成本约束型的转变。如果说过去在我国夫妇

生育决策是以追求孩子效用为基本原则的话, 那么现在孩子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已经成为夫妇生育行

为的重要约束条件, 甚至可以说,在城市地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孩子的成本之所以出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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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的提高,直接原因是因生活水准提高导致的孩子抚养及教育成本的提高和收入提高导致的生育

孩子机会成本的提高,这表明, 西方人口学家提出的生育变动机制在我国也已经被启动。但是, 从更

深的层面上理解,这种提高的真正原因是夫妇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一种理性反应。具体来说,就是向

上社会流动的希望和向下社会流动的威胁。这种决策模式的转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表现为夫妇

的意愿生育数大于实际生育孩子数。

第三, 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如果上述两个转变出现并

完成的话, 我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稳定机制也就完成了从以国家控制为主导的政策控制机制向以群众

自我约束为主导的社会控制机制转变, 届时我国生育率革命也将宣告彻底完成。在我国一些地区,这

种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稳定机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主导机制。从政策思路上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生育行为约束机制不要出现空白, 即政策机制与社会机制两者转变的关系应该是

后者进、前者退,而不是相反; 否则,低生育水平潜在的不稳定性就可能会变成生育率的实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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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Rationale, Fertility Decision- making, and Transition of Mechanisms in Stabilizing Low Fertility in China

Abstract: Fertility transition has been very rapid since China carried out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fertility has

dropped to below replacement level since 1992 when China directed the reform on establishing a market economy.

While the rapid fertility decline was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further drops in fertil-i

ty in the 1990s are more a result of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 Market oriented reform and the subsequent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e necessary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a stabilized low fertility in urban areas; at

the same time, inst itut ional,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ndividuals ratio-

nalize their fert ility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s in stabilizing low fertility are changing from those that are policy

dominated into the ones that are self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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